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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来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及驱动机制

陈 嘉, 韦素琼, 陈松林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福州350007)

摘要：采用1991-2011年台商大陆投资资料，分析在较长时间尺度上、随台海局势不断变化，
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行为的转变，并从大陆整体层面及各经济区两个空间尺度进行驱动机制
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自1991年起，台商在大陆地区投资规模 (尤其是投资金额) 显著上升，
累计金额呈“T”字型分布；TDI在大陆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及明显的“核心—外围—边
缘”梯度结构，投资热点及次热点均向北推移，热点最终停留于长三角地区。台商在大陆直
接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由前期 (1991-2000) 的地区电信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电
力供应水平、高素质劳动力、政策环境、对外开放度，以及交通运输水平，转变为后期
(2001-2011) 的前期台资累积量、对外开放水平、地区市场规模、高素质劳动力、劳动力成
本、区域政策环境、电力供应水平，以及产业集聚水平。具体至各经济区，其不同要素的发
展水平对TDI的吸引程度不同，文化距离因素的影响仍然存在。
关键词：台商直接投资 (TDI)；区位选择；格局演化；驱动机制；中国大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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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2012年世界FDI (外商直接投资) 流量已达到1.35万亿
美元，中国继续成为世界第二大投资吸收国。中国大陆1991-2011年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
长率达17.82%，FDI对大陆地区经济社会，乃至技术方面的推进作用不可忽视。这一趋势
要求对大陆地区各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都必须加入FDI这一重要因素。TDI (台商直接
投资) 是大陆地区外资的重要来源，2012年占大陆FDI总量的2.34%，两岸经贸往来的密
切程度往往反映两岸关系的“冷热”。以投资为载体的两岸交流，也一直是两岸洽谈、对
接的重点。同时，TDI除具有一般FDI特性之外，在投资形态、动机及驱动机制等方面有
其自身特色。因而TDI在大陆地区的区位选择及驱动机制研究，亦是在特殊的区域关系、
政治背景之下FDI研究的一个特例及补充。

学术界研究FDI区位选择，始于20世纪50年代[1]。研究表明：FDI倾向满足自身利益
需求的相关行业或地区[2-3]，且一般聚集于沿海发达地区[4]。在大陆，FDI绝大部分居于东
部沿海地区 [5]，同时遵循接触扩散与等级扩散两种规律 [6]，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逐步推
进[7]。由于台币持续升值、土地及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上涨以及两岸关系缓和等原因，自20
世纪 90年代台商掀起赴大陆直接投资热潮，因此TDI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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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仍集中于大陆地区 (2012年占57.43%)，港澳企业投资一般
优先选择珠三角地区[8-9]，而台资企业一般倾向闽粤地区[10]。环渤海地区已成为FDI的集中
区，但至今仍未形成台商投资热点区[11]。

经典区位理论认为厂商区位选择主要受生产成本影响，而这一成本主要指劳动力及运
输成本。其后的传统经济学理论以及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推动力在于获
取垄断或寡头地位优势 [12]，维持产品技术垄断 [13]，市场交易内部化以降低企业交易成
本[14]，获取企业的比较优势[15]或所有权优势[16]。此后，FDI的区位选择机制一直是研究的
重点之一。已有研究表明，随研究行业[17]、区域不同[18]，其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影响发达
国家吸引FDI的传统与非传统因素同时存在[19]。传统因子包括工资水平、基础设施、市场
规模[19-22]，以及高生产效率与专业化人才[20]等。非传统因素则包含政府运行效率与腐败、
法律法规、金融服务、交通及通信服务[19-20]等。FDI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传统影响因子与
发达国家类似 [23- 25]，而非传统因子还包含国家贸易政策、签署贸易协定 (如 WTO、
GATT)、财政稳定、国家债务[26-27]等制度因素。目前国内除少数学者的研究涉及契约执行
效率[28]、区域经济一体化[29]等制度因素外，大多将制度因素简化为国家经济开发区数量[30]

等因子，而更多学者的研究则将制度因素作为一个整体简化为一个影响因子，甚至将其简
而略之[31]。

已有研究利用线性回归 [32-33]、空间自回归 [34]等方法分析 TDI 区位选择机制，结论表
明：与FDI类似，地区市场规模、劳动力素质及成本、基础设施完备度等是影响TDI区位
选择的主要因素，但由于投资动机、形态等方面特性，相较于FDI的区位选择，TDI更注
重区域制度环境[32]、海陆位置、集聚经济状况[35]、人文因素[36]等，且各因子影响程度与
TDI产业特性有关。

上述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目前鲜见对于长时间尺度、台海局势不
断变化的背景下，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及其驱动机制变化的研究。而这一研究，
在体现外商投资区位选择一般性特点的同时，又凸显其特殊性。此外，两岸特殊的地缘、
亲缘关系对台商投资行为影响的变化也亟待探究。正由于这种特殊的两岸关系，制度因素
的定量刻画也将有利于TDI区位选择机制的深入研究。因而，考虑地缘、亲缘因素，纳入
制度因素以建立完善的驱动机制体系，可进一步明确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的动机及驱动机
制，是对FDI区位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与完善，同时亦为大陆各经济区今后吸引TDI的差
异化策略提供参考及依据。

2 数据和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的时间尺度定位于1991-2011年。TDI数据来源于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

会1991-2011年统计月报，主要利用《核准对中国大陆投资分区统计表》中台商对大陆各
省市投资数据。驱动因素指标的数据中，劳动力质量相关数据源于各年《中国人口统计年
鉴》；电力供应水平数据源于各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外资依存度、对外经济合作等数
据均源于各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及《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劳动力数量与成
本、交通与通信发展水平、市场发展水平、居民消费水平、企业税负水平等数据源自各年
《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政策数据统计，主要收集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地区实施的有
关区域政策，以及所建立的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沿海开放城市、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等。
2.2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空间自相关法探究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空间格局演化，其中

839



69卷地 理 学 报

全局空间相关性采用 Moran's I 统计值衡量，以 Getis-Ord Gi 指数检测台商投资的热点
(Hotspots) 区域。在驱动机制方面，则以灰色关联分析法检测各驱动因素与地区台资量的
相关性。
2.2.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Moran's I系数取值范围在-1～1之间，正值与负值分别表
示该空间事物的属性取值分布具有正相关性或负相关性，零值表示该属性值不存在空间自
相关，即空间随机分布，其计算公式如下[37]：

I = N
S0

(∑
i = 1

N ∑
j = 1

N

ωij( )Xi - X̄ ( )Xj - X̄ ∑
i = 1

N

( )Xi - X̄
2

i
) (1)

式中：N表示研究对象的数目；Xi为单元 i观测值； X̄ 为Xi的均值； S0 =∑
i = 1

N ∑
j = 1

N

ωij ；ωij为

采用Queen方式、一阶邻接关系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其中ωij = 0。计算出Moran's I之
后，一般采用 z检验，其显著正、负分别表示研究对象的空间正、负相关性；为零则表示
观测值随机分布。
2.2.2 热点、冷点探测 根据Getis及Ord，对于每个区域单元 i的Gi统计量为[38]：

Gi =∑
j

ωij xj ∑
j

xj (2)

式中：ωij为空间权重矩阵 (确定方式及具体形式同上)；xj为单元 j的观测值。对Gi同样采
用z检验，若Z(Gi) 显著且为正 (负)，则表明高 (低) 值空间集聚，即为热点 (冷点) 区。
2.2.3 驱动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前人研究及指标可获性，由非制度因素及制度因素
两方面构建指标体系 (表1)。

表1 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时空格局演化驱动因素体系
Tab. 1 Factors system of driving mechanism of TDI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一级

非制度
因素

制度
因素

二级

基础

要素

条件

市场

发展

水平

集聚

发展

水平

相关

政策

三级

劳动

力

交通发展水平

通信与电力

发展水平

对外开放度

市场规模

产业集聚

产业结构

台资集聚度

税负水平

政策分解

质

量

成本

指标名称

X1大中专学历人口数

X2 高中学历人口数

X3劳动力数量

X4劳动力成本

X5公路发展水平

X6铁路发展水平

X7通信发展水平

X8电力供应水平

X9出口依存度

X10地区外资依存度

X11对外经济合作度

X12人均GDP

X13消费水平

X14地区产业集聚水平

X15-X17产业结构

X18前期台资累计量

X19企业税负水平 (2001-2011年)

X20区域政策

指标说明

各地区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数 (每万人)

各地区就业人员数

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

各地区运输公路里程 (地均量)

各地区铁路营业里程 (地均量)

各地区邮电业务量 (人均量)

各地区电力消费量 (人均量)

出口额/地区GDP

实际利用外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地区对外经济合作完成营业额/地区GDP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各地区居民消费水平

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按三次产业分地区生产总值构成

1991年起各地台资累计绝对量

各地区“三资”企业应交增值税/“三资”工业企业产品

销售收入
施行区域发展政策；建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特区

以及沿海开放城市、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数量

注：① 区域政策指标采用政策分解[]方式，根据政策的影响范围、时长及力度，给予政策实施目标区域以一定分数，
其中区域政策3分；特区、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2分；沿海开放城市1.5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分。另，收集时
点自1978年1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各年区域政策因子得分为截止本年度区域政策得分累计量。② 囿于
数据，仅采用2001-2011年各区“三资”工业企业应交增值税占其产品及业务销售收入的比重，近似衡量地区台资企
业的税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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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DI在大陆的区位选择及其时空分布格局演化

3.1 投资总量波动上升，金额规模扩大
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始于 20世纪 50年代，初期投资相关手续复杂，金额十分有限。

80年代，台湾企业为利用大陆巨大市场及丰廉劳动力，逐渐采用直接投资或通过香港等
第三方间接投资的策略向大陆投资，但由于该时期两岸关系较冷，其投资数额仍十分有
限。进入90年代，两岸经贸关系愈发密切，台商对大陆投资有了较快发展，其投资总量
不断扩大 (图1)，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即曲折发展期 (1991-2000年) 及快速发展期 (2001-
2011年)。第一阶段，由于两岸关系不甚稳定，台湾当局对台商赴大陆投资的态度反复不
定，造成TDI剧烈波动，其中尤以 1993年“南向政策”严重影响台商对大陆地区投资，
带来剧烈震荡以及其后三年明显的低谷期。第二阶段，随着两岸关系趋于缓和，台商对大
陆投资策略由“防御型”转向“扩张型”，同时产业类型由传统产业向资金密集型、技术
密集型产业转变，TDI总量显著上升，但末期略降。
3.2 累计总量“T”字型分布，东西差异巨大

1991年至今TDI在大陆累计金额的分布 (图 2)，与中国“T”字型区域发展现状基本
一致，即沿海与沿长江省市成为21年来台商投资总量较高的地区。华东、华南沿海省市
吸引 TDI 总量累计均高于 20 亿美元，其中江苏及广东省最多，累计量分别为 378.08 及
242.47亿美元；两者周边的沿海省市相对较低，总量均在 20~200亿美元之间，其中沪、
闽、浙三地累积量分别为163.21、76.67及71.58亿美元。以长江沿线省市为扩展轴，TDI
逐渐深入大陆中西部地区，尤其是成渝地区及湖北省，累计投资额分别达19.20、17.30及
12.77亿美元。沿江、沿海的投资模式，体现出台商对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关注度，及大
陆地区实施区域开发政策的成效。

在投资总量不断上升的同时，TDI在大陆地区分布存在显著东西差异。以 2000年为
界，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区位选择可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即前期“东升西降”期及后期“西
升东降”期 (图3、表2)。前期，东部地区占据全国大部分的发展资源，以其绝对的发展
优势吸引大部分台资，年投资量基本占总量的90%以上；后期“西升东降”，则缘于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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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1-2011年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金额及件数变化
Fig. 1 Amount and number of TDI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199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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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逐步开发、开放，及东部沿海地区外资集聚的逐渐饱和，台商直接投资向内陆地区
的外溢，2011年吸引TDI占 16.71%。由各年比重变化来看 (表 2)，4大经济区 (珠三角、
海西区、长三角及环渤海) 占据沿海地区绝大部分的台资，同时，由初期的珠三角、海西
区集聚，逐渐转为珠三角与长三角为主的双核心模式，此后又转为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的单
核心集聚。在长三角地区中，江苏省逐渐超越浙、沪成为台商的主要集聚区，2011年吸收

图2 1991-2011年台商大陆直接投资累计金额分布图
Fig. 2 Distribution of accumulative amount of TDI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1991-2011

注：由于统计数据资料中将西北五省 (陕甘宁新青) 数据合并统计，
此处以五省平均水平代替各省实际吸收台资水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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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91-2011年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的区域变化：东部沿海及中西部地区
Fig. 3 Regional change of TDI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1991-2011: Coastal and mid-western regions

注：东部地区包括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北京、辽宁；
其余省市为中西部地区，下同。

南海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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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I达44.26亿美元。
3.3 投资热点呈“核心—外围”结构，

并由南向北推移、自东向西扩散
利用Moran's I指数检测全局空间集聚

度 (表 3) 以及 Gi统计量进行热点探测 (图
4)发现，TDI空间变化呈现以下特点：

(1) TDI 在大陆地区存在一定空间集
聚，呈现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外
溢，由高度集聚逐渐趋于均衡后又趋于
集聚。

(2) TDI热点分布呈明显“核心—外围
—边缘”的梯度结构，先后以华南、华东
沿海 4 省 1 市 (闽、粤、浙、沪、苏) 为台
资乃至外资进入大陆首选的第一梯度带，
为台商投资的核心密集区
(2011 年占 71.36%，最高
为 2000 年，占 93.58% )；
围绕核心层外围的中部地
区及华北部分地区为外围
疏散区，作为承接沿海台
资产业扩散、转移的第二
梯度带；以外的西部大部分地区为外部边缘区，将可能进一步承接由第二梯度带转移出来
的台资产业。

(3) TDI的冷、热点分布多年来有所变化，热点及次热点均由南向北推移，其中热点
在1995年连片分布于粵苏之间，最后停留于长三角地区，闽粤两省的引资优势逐渐被削
弱。环渤海地区曾一度形成台资次热点区，但在2001年后全部进入次冷点区，其后仅山
东省仍处于次热点区，这与以往研究认为台资不断“北上西进”、东部沿海地区优势将被
削弱的结论[40]不同。

表2 台商大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 (%)
Tab. 2 Proportion of TDI in different regions (%)

年份
中西部
东部
珠三角
海西区
长三角
环渤海

1991

5.51

94.49

42.34

32.13

14.12

5.47

1995

10.94

89.06

23.38

11.13

41.38

9.81

2000

1.77

98.23

39.17

3.82

50.64

4.02

2005

3.43

96.57

20.36

6.63

64.12

5.08

2010

12.51

87.49

17.94

6.03

56

6.68

2011

16.71

83.29

15.34

6.42

50.96

6.17

注：为便于研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区位相近的原则，
将东部地区省区市合并为八个经济区：珠三角 (广东、海
南)、海西区 (福建)、长三角 (上海、浙江、江苏)、环渤海
(北京、河北、天津、山东)、中部地区 (山西、江西、河
南、湖北、湖南、安徽)、东北地区 (吉林、黑龙江、辽
宁)、西南地区 (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北地
区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内蒙古)，
下同。

表3 台商对大陆投资的Moran's I值
Tab. 3 Moran's I of TDI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1991-2011

年份
Moran's I

p值
Z(I)

1991

0.2175

0.04

2.740088

1995

0.2356

0.03

2.857602

2001

0.1339

0.05

1.912037

2005

0.2727

0.01

3.124358

2010

0.187

0.01

3.070323

2011

0.2514

0.02

2.926501

注：Global Moran's I统计量在所有年份期望值均为：E (I) = -0.0313。

图4 台湾对大陆直接投资空间格局热点演化图
Fig. 4 Spatial pattern evolvement of TDI in hotspot area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南海诸岛 南海诸岛

南海诸岛

南海诸岛

南海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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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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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DI在大陆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驱动机制变迁

4.1 TDI在大陆空间分布的整体性驱动机制
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台商投资大陆的主导驱动因子变化 (表4)。
1991-2000年，TDI在大陆地

区主要驱动因素依次为通信发展
水平、居民消费水平、人均
GDP、劳动力成本、电力供应水
平、受大专以上教育人口数、受
高中以上教育人口数、区域政
策、出口依存度以及地区道路发
展水平，以上因素与大陆地区
TDI 总量的灰色关联系数均在
0.65 以上，相关性较强，对 TDI
区位选择影响较大。

地区通信与电力发展水平为
该时期首要影响因子，通信发展
水平及电力供应水平分居影响因
素的第一及第五位。这与FDI对
发达国家投资影响因子类似 [41]，
亦凸显出 TDI 对大陆地区 (发展
中地区) 投资的特殊性。便捷的
对外通信以及充沛的电力供给能
够有效吸引台资，发展中国家尤
需不断完善通信网络以便引
资[42]。台湾在1980年代以前及前
期一直居于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半边陲”地位[43]，以加工、制造带动本地区发展，而随
着岛内生产成本上扬等现实情况的出现，台资企业，尤其是电子信息产业首先向大陆地区
转移，因此导致大陆地区通信与电力发展水平成为吸引台资的首要因子。地区市场规模，
对TDI的格局演化也存在至关重要的影响，居民消费水平、人均GDP与大陆地区TDI增长
的关联度均在0.70以上。大陆地区的巨大市场持续吸引FDI[44]，对TDI亦然。劳动力因素
为TDI在大陆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子。劳动力成本、大专以上学历及高中学历劳动力数
量位列影响因子第四、第六及第七位，关联系数均达0.674以上。

2001年起，TDI在大陆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依次为：前期台资累积量、对外经济合作
度、人均GDP、居民消费水平、大专以上劳动力人数、劳动力成本、区域政策、出口依
存度、电力供应水平及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关联度均高于0.80。与前期相比，TDI区位选
择影响因素类型变化不大，但各因素的重要性产生一定变化 (表4)。

前期台资累积量取代地区通信与电力发展水平成为关键因子，相关系数达0.86以上，
台资经过前期大量集聚之后，显示出显著的路径依赖效应。以对外经济合作度及出口依存
度为主要因子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地区市场规模成为影响T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子，表
明台商占领大陆地区市场的投资动机仍未改变。劳动力因素中，高素质劳动力人口数是台
商关注的首要因素，与前期着重考虑劳动力成本有很大不同。这一时期的台商投资更关注
地区电力供应水平。大陆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 (沪、苏、浙、粤等省市)，在 2003、
2004年曾出现大面积缺电，严重影响该区的投资环境[45]，这也是电力供应水平影响力提升

灰色关联度

指标
X1大中专学历人口数
X2 高中学历人口数
X3劳动力数量
X4劳动力成本
X5公路发展水平
X6铁路发展水平
X7通信发展水平
X8电力供应水平
X9出口依存度
X10地区外资依存度
X11对外经济合作度
X12人均GDP

X13消费水平
X14地区产业集聚水平
X15第一产业产值比重
X16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
X17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X18前期台资累计量
X19企业税负水平 (2001-2010年)

X20区域政策

1991-2000

R

0.6757

0.6741

0.6490

0.6883

0.6545

0.6467

0.7075

0.6759

0.6606

0.6495

0.6498

0.7002

0.7013

0.6407

0.6182

0.6380

0.6498

0.5820

-

0.6711

关联序
6

7

14

4

10

15

1

5

9

13

12

3

2

16

18

17

11

19

-

8

2001-2011

R

0.8526

0.7851

0.7642

0.8519

0.7893

0.7873

0.7639

0.8045

0.8051

0.6283

0.8546

0.854

0.8531

0.8044

0.7215

0.7637

0.7668

0.8627

0.7651

0.8453

关联序

5

13

16

6

11

12

17

9

8

20

2

3

4

10

19

18

14

1

15

7

表4 1991-2000年及2000-2011年TDI驱动机制对比
Tab. 4 Comparison of driving mechanism of TDI during 1991-2000 and

2001-2011

注：表中R为关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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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所在。区域政策与TDI区位选择的关联度明显提升，同时，地区产业集聚水平也成
为重要因素。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形式由主要与大陆企业合资转向以独资为主，良好的政
策环境与完善的产业链越发受到台商重视。
4.2 TDI在大陆各经济区区位选择驱动机制差异

根据各经济区20年来相关指标灰色关联分析结果 (表5)，在不同经济区，各驱动因素
对TDI区位选择的影
响力不同。考虑到
各经济区与台湾省
的文化距离差异，
在此加入文化距离
(Xw) 驱动因子。根
据胡兆量的中国文
化区划、各省与台
湾岛地理距离远近
及海洋文化特性，
将各经济区划分为
与台湾文化联系最
密切的华东文化区
(长三角地区、海西
区)； 文 化 联 系 较
强、且具有海洋文
化特性的华北及华
南文化区 (环渤海及
珠三角)；文化联系
次强的华中文化区
(中部地区)；文化联
系较弱地区 (东北地区、西南地区及西北地区)。

投资前期，沿海四大经济区，台资多以地区通信与电力发展水平、劳动力条件为首要
关注因素，地区市场规模与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力次之。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前期台资集
聚量亦受重视，其中东莞、昆山是台资大量聚集的地区[46-47]，已形成显著的集聚效应。在
内陆四个经济区，台商则首先看重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政策环境，同时，地区通信、电
力、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也较受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相关区域政策的实施
以及区域政策环境的持续改善有效地推动了内陆地区TDI的增长。这一时期，大陆地区的
台资企业多为以代工生产为主的传统小企业，从事产业链中加工组装环节，“外向型”特
征明显，因此无论是沿海还是内陆地区的投资，台商对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均有较高要求。

至投资后期，台商对大陆投资已由最初迫于企业生存压力的“防御型”投资，转向追
求企业最大市场利润及进一步发展的“扩张型”投资，因而地区市场规模及前期台资累积
量，成为台商在各经济区投资普遍关注的因素。随着台湾高新技术产业向大陆地区 (尤其
是台资集聚区) 不断转移，原先的加工型贸易逐渐转向高端研发投资，地区高层次人力资
源必然受到台商重视，因而在台资大量集聚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劳动力质量成为主导因
素，而在环渤海地区则为劳动力成本；在内陆地区，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仍受台商重视，劳
动力因素、通信与电力发展水平亦显著影响地区台资积累。

在文化距离方面，台商投资的前期，闽台之间最为接近的文化距离较其他地区更显示
出其重要性，而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的文化距离效应逐次减弱。至投资后期，除珠三角地

因素
排名

1

2

3

4

5

6

Xw

因素
排名

1

2

3

4

5

6

Xw

环渤海
阶段一

X7

X11

X8

X18

X12

X13

12

海西区
阶段一

X10

X8

X7

X9

X11

X1

13

阶段二
X4

X13

X18

X5

X12

X8

17

阶段二
X18

X20

X13

X4

X8

X12

17

中部地区
阶段一

X10

X7

X20

X8

X18

X13

16

珠三角
阶段一

X1

X7

X18

X4

X12

X13

18

阶段二
X10

X18

X7

X12

X11

X20

18

阶段二
X6

X1

X2

X8

X20

X18

13

东北地区
阶段一

X10

X11

X20

X9

X8

X17

9

西南地区
阶段一

X8

X11

X10

Xw

X6

X3

4

阶段二
X18

X13

X12

X4

X3

X11

15

阶段二
X18

X7

X11

X12

X1

X13

19

长三角
阶段一

X18

X2

X1

X7

X4

X10

16

西北地区
阶段一

X2

X1

X10

X11

X15

X17

10

阶段二
X1

X11

X8

X4

X13

X18

17

阶段二
X12

X13

X8

X4

X1

X7

18

表5 TDI在大陆各经济区分布格局演化驱动机制灰关联分析
Tab. 5 Driving mechanism of TDI distribution patterns among different

economic zones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注：阶段一为1991-2000年，阶段二为2001-2011年。劳动力成本取各省平均值，区域政
策为前期累积量。在此仅列出各经济区影响因子重要性排名前六位的因素序号，及文化
距离因素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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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外，各区文化距离因素的重要性均有所减弱，表明地缘、亲缘因素对台资的吸引力渐
弱，在台资热点向北推移的整体趋势下，珠三角地区与台湾较为相近的文化特性与地理距
离，是其依旧维持台商次热点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环渤海地区之所以尚未成为台资集中区，与其自身发展特性有关 (表 6)，首
先，高素质劳动力集聚及较高的地区创新水平是环渤海地区所具有的最大比较优势，但其
劳动力成本亦较高。目前TDI投资地区，除在产业链发展较成熟且台资显著集中地区设有
部分研发中心外，多数地区仍以加工为主，即便设有研发中心的投资地，台资企业亦倾向
引进台湾研发人才①，因而环渤海地区虽整体创新水平较高，却尚未对关注劳动力成本的
台资企业形成较大吸引力。其
次，通过前文分析可知，目前地
区市场规模已成为台商投资普遍
关注的因素，而环渤海地区市场
规模较长三角地区存在明显劣
势，与其余两大经济区相比优势
亦不明显。第三，环渤海地区对
外开放程度及前期台资累积量均
有待提高，尤其出口依存度明显
低于其余三大集聚区。

5 结论与讨论

20年来，TDI在大陆地区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及显著的东西差距，但内陆地区亦
开始逐步承接沿海TDI的外溢和转移。TDI热点分布呈明显“核心—外围—边缘”的梯度
结构，并且热点及次热点均由南向北推移，热点目前停留于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尚未
形成投资热点。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可知，2000年前，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最重视区域通
信与电力发展水平，其次为地区市场规模和劳动力成本，而劳动力素质的排名较成本稍显
次要；地区政策环境、对外开放度，以及交通运输水平是TDI关注的另一方面。自 2001
年起，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最为看重的是地区前期台资累积量、对外经济合作度及市场规
模，而在劳动力因素中劳动力素质更受关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及政策环境重要性有所提
升。具体至各经济区，不同要素的发展水平对TDI的吸引程度不同，区域文化距离因素的
影响总体有所减弱。

台商在大陆地区直接投资具有FDI的一般性质，其区位选择同样倾向于沿海经济发达
地带[48]，受其较大的市场规模、前期台资累积量，较多的高素质劳动力及较完善的基础设
施吸引[49-50]。同时，TDI又具备自身特殊性。首先，台商在大陆地区投资的区位选择受文
化距离因素影响，尽管这一因素影响力有所下降。福建与长三角省市成为多年来台商投资
密集区，与它们和台湾同属华东文化区所产生的地区黏性有关，台资在经历了第一阶段的
集聚累积之后，产生了显著的路径依赖。其次，TDI在大陆地区的扩散更多地遵循接触扩
散规律，缘于其对同源文化及同源地投资集聚的重视，因而中部地区省份作为“外围疏散
区”已部分承接TDI转移，形成次热点。第三，通信发展水平是台商对大陆投资的重要影
响因素，有别于FDI在发展中地区的区位选择因素，这与台商投资大陆地区主要产业类型
有关。

尽管论文分析了TDI的一般性规律，但是对TDI独特性的分析还欠深入。例如文化距

① 源于2011年11月，研究课题组于福州市马尾区台商投资区进行的相关台资企业访谈。

表6 四大台资主要集中区对比 (2011年)
Tab. 6 Comparison among four main TDI clusters, 2011

地区
劳动力质量 (大专以上) (万人)

劳动力数量 (亿人) (2010年)

劳动力成本 (万元)

通信水平 (万元/人)

电力水平 (万千瓦时/人)

产业结构 (%)

前期台资集聚量 (亿美元)

居民消费水平 (万元)

人均GDP (万元)

出口依存度

第一产业比重
第二产业比重
第三产业比重

长三角
1.73

0.96

5.54

0.16

0.56

4.74

49.38

45.88

612.87

2.47

6.41

0.07

珠三角
0.94

0.62

4.07

0.17

0.40

5.96

48.74

45.30

244.20

1.44

4.90

0.10

环渤海
1.78

1.13

5.10

0.10

0.40

7.36

48.06

44.58

71.15

1.79

4.81

0.03

海西区
0.36

0.22

3.86

0.14

0.41

9.18

51.65

39.17

76.67

1.50

4.72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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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反映地区文化价值观、政治体制、语言习惯等人文因素差异[51]，一般以权力距离、不确
定性规避、个人主义及性别主义差异衡量[52]。研究中文化距离因素的量化，还无法把握文
化距离深层次的内涵。对于TDI投资区位选择还应该从不同投资行业进行深入分析，而环
渤海地区未形成TDI热点的原因也是进一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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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cational choice and driving forces mechanism of TDI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for recent 20 years

CHEN Jia, WEI Suqiong, CHEN Songlin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of TDI (Taiwan's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for
recent 20 year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behavior, as well as the drive mechanism
of TDI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on two spatial scales. ESDA analysis model was adopted for
analyzing the spatial pattern evolvement of TDI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since 1991, the scale of TDI, especially the amount scale, has risen significantly. The
accumulative amount of TDI presents a T- shaped spatial patter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DI presents a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a clear core- periphery- edge model. The hotspots
spread towards north during the past 21 years, and are eventually concentra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a driving mechanism system by using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changes in evolution pattern as well as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TDI.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are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regional
market size, labor costs, electricity supply, policy environment, regional opening- up degree,
an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n the initial stage (1991- 2000). The importance of TDI
driving forces changed in the later stage (2001-2011),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arranged in the
order of importance are accumulation of prophase TDI, regional opening-up degree, regional
market size, highly qualified labor force, labor costs, regional policy environment, electricity
supply,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Main driving forces differ in different economic zones,
so the effects of cultural distances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Key words: TDI; locational choice; spatial pattern evolvement; driving mechanism; Chinese
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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